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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2000年中国城市的自愿与
非自愿就业流动与收入不平等

＊

吴晓刚

提要:本文提出了一个关于就业者从国有部门进入市场部门的选择性流
动模型 , 用以阐释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转型如何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变化。
2000 年在中国一些城市所做的调查显示 ,近些年来就业者进入市场是由两种
不同的机制所驱动:一些人是自我选择的自愿进入 , 以求获得更高的经济回

报;另一些人则是由于下岗而被推向市场的非自愿进入。其结果使得市场部
门从业人员的异质性较之以往显著增加。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我们通常
所观察到的市场部门从业人员收入较高这一现象 ,仅局限于后期自愿进入者
这一社会群体。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一步揭示出 , 后期进入市场对个人收
入的影响效应与市场进入倾向呈负相关。那些本来就在国有部门干得很好
的人 , 进入市场部门的倾向性较低 ,然而一旦其选择进入就会获益最多。

关键词:收入不平等　劳动力市场　下岗　市场转型　倾向得分匹配方
法

一 、引　言

以往关于社会分层的经验性研究大多关注分层的结果 , 即不同社

会群体之间在教育 、职业和收入方面的不平等 ,而缺少深入探讨不平等

产生的过程(Blalock ,1991)。因而 ,当社会学家们试图解释不平等产生

的因果关系机制时 ,他们往往依赖于许多过于简单及未被验证的假设 ,

从而得出大量有偏的和缺乏证实的结论 。目前社会学界关于前社会主

义国家的社会不平等和分层研究亦如是 。中国及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

体制的转型重新燃起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 ,即宏观层面上的社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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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重塑社会结构性的不平等(Nee ,1989;Szelényi , 1978)。此领域的早

期经验研究主要是考察收入不平等 ,尤其是对人力资本及政治资本的

回报 ,进而折射社会分层机制的转变(如 Bian &Logan ,1996;Gerber &

Hout ,1998;Nee , 1989 , 1996;Parish &Michelson , 1996;Róna-Tas , 1994;Xie

&Hannum ,1996)。这样一个从观察外在的收入不平等到分析内在的因

果关系机制的“认识飞跃” ,曾经在 1990年代的国外社会学界引发了一

场有关市场转型的社会后果的争论(Cao &Nee ,2000;Zhou ,2000a)。

自1990年代末以来 , 愈来愈多的研究开始将制度背景或收入不

平等产生的中间过程具体化 , 从而转变了研究的理论范式(Gerber ,

2002;Walder ,2002 ,2003;Wu &Xie , 2003;Wu , 2006 ;Zhou , 2000a)。在分

析收入的决定因素时 ,学者们着重研究新兴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

以及产生新的不平等过程中的群体流动 。例如 ,1980年代中国农村地

区的经济增长 ,产生了许多工薪就业机会 ,这一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农

村社会中各个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结构(Walder ,2002)。苏联解体后 ,

休克疗法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 ,促使人们的就业模式转型 ,

进而影响了社会的不平等结构(Gerber &Hout ,1998)。这些文献研究劳

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对社会分层所造成的影响 ,无疑将这一领域的

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即关注这些多样化的分层结果究竟是如何在

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社会变迁背景下产生的。这一研究思路使转型

社会的分层研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不谋而合(如

DiPrete ,1993;DiPrete &Nonnemaker , 1997)。然而 ,讨论产生不平等的社

会结构只是研究的一个方面。除非我们假设个人的行为全部由结构性

因素决定 ,或者个体之间的差异在社会层面加总过程中可以被全部抵

消 ,不然 ,缺乏对微观或个体层面机制的探讨是无法解释社会的结构性

变化的(Blalock ,1991;Blau ,1977;Hannan ,1990)。

由此角度 ,吴和谢(Wu &Xie ,2003)提出了每一个个体都是活跃的

社会行动者的观点 ,认为他们并不仅仅是被动地受到市场转型大进程

的影响 ,而是主动积极地适应劳动力市场变化 。根据受访者的生活史

回溯资料 ,他们(Wu &Xie , 2003)将中国城市居民的就业流动划分为四

个类型:1.在国有部门工作并继续留在国有部门(体制内人员);2.早期

进入市场部门并留在市场部门(早期进入者);3.最初在国有部门 ,之后

转入市场部门(后期进入者);4.最初在市场部门 ,后又退回到国有部门

(市场失败者)。他们比较了身处市场部门的第二类和第三类人群与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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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国有部门的第一类人群在教育回报上的差异 ,并① 通过这一概念创

新得出了一个暂时的经验性结论 ,即在市场部门的就业收入与教育回

报取决于个体进入市场的时间早晚:早期进入者在收入及教育回报上

都不占优势 ,但后期进入者则不同 。他们将这种时间上的差异理解为

选择机制上的差异 ,但却没有直接的证据来支持这一论断;而且 ,关于

后期进入者为何比体制内人员享有更大的优势 ,也没有得到令人信服

的解释(Jann ,2005;Xie &Wu , 2005)。如其所指:“这种现象的发生 ,或

许是因为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转型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和过

程。一方面 ,大批的优秀人才自愿放弃他们在国有部门的职位转而进

入市场部门谋发展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下海' 。另一方面 ,越来越多的

职工因国有企业不景气而下岗 ,被迫进入市场部门。这两个群体在许

多方面的差别都非常大…… 把他们合并在一起就有可能导致后期进

入者的教育回报被高估”(Wu &Xie ,2003)。由于他们分析使用的数据

资料并未直接测量就业者向市场部门流动的真正动机(例如是“下海”

还是“下岗”),因而也就无法检验自愿进入者和非自愿进入者之间到底

是否有所差别 ,也无法分析这种差别所隐含的社会后果 。

本文将在两个方面深化上述有关问题的探讨。首先 ,根据 2000年

在中国10个城市搜集的调查资料 ,分析就业者向市场部门流动的不同

类型 ,并直接检验早期进入者和后期进入者是由两种不同选择机制所

驱动这一观点 ,而特别注意后期进入者中自愿进入与非自愿进入的区

分。其次 ,同时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s)考察与体制内人员相比较 ,在后期进

入者内部不同的流动类型究竟对收入不平等具有什么样的影响 。

二 、劳动力市场转型 、市场从业人员的异质性与收入不平等

过去的几十年中 , 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在再分配体制下孕

育出了一个新兴的市场部门。市场经济为社会流动提供了新的机会 ,

对社会分层的变化也具有深远的影响(Nee ,1989)。在“再分配体制 —

市场经济”这个双重就业机会结构下 ,人们既可以选择留在体制内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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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因第四类人群(市场失败者)数量很少 ,谢和吴(Wu &Xie , 2003)在分析时将其排除在外。



可以选择进入市场部门(Szelényi , 1988:65)。很大程度上 ,在市场转

型过程中 ,谁是赢家谁是输家这一争论的答案取决于谁留在体制内而

谁又转向了市场部门 (Szelényi &Kostello ,1996)。

人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流动是国家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转型

这一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 ,且是这一过程的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 。例如 ,中国的就业流动 ,尤其是从国有部门向市场部门的流

动 ,自经济改革以来大幅增加:1978年 ,全国只有 150000左右的人在市

场部门工作 ,1999年则上升到 62410000人 , 20年内翻了 416倍 (国家

统计局 ,2000)。劳动力的这种流动性变化绝不是偶然现象 , 而是反映

了个体为适应市场改革带来的就业机会结构变动所做出的应变(Wu ,

2006)。关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如何适应新的市场机会 ,已经存在一些个

案性 、但彼此矛盾的研究论述(Szelényi ,1988)。对匈牙利农村企业家的

早期研究发现 ,新的经济精英大多来自于非特权阶级。1980年代中期

在中国城市进行的一些调查研究也显示 ,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多为无

法在国有部门中找到稳定工作的人 ,例如农民工 、待业青年 、下岗工人 、

刑满释放人员和退休职工(Davis ,1999;Gold , 1991)。根据一项有代表

性的抽样调查资料 ,周雪光等人(Zhou et al., 1997)曾发现中国城市居

民从国有部门到市场部门的就业流动很少 ,尤其是那些具备较高人力

资本和政治资本的人 。然而 ,在匈牙利 ,当共产主义体制于 1989 年瓦

解后 ,原统治阶级精英比普通工人更多地转向了市场部门而保持其经

济特权(Róna-Tas ,1994)。在中国市场经济在 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得

到了全面的合法化 ,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 。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越

来越多地放弃原国有部门的工作而转向市场部门寻求新的机遇 。人们

以“下海”这一新词汇形容这一潮流现象 (Wu &Xie ,2003;Wu ,2006)。

泽林尼和科斯特罗(Szelényi&Kostello ,1996)试图将这些彼此不同

甚至有所相悖的观察整合在一起 ,并把它们与市场化进程联系起来加

以讨论。他们认为 ,在经济改革的初期 ,由于进入市场部门风险较高且

不需要很多的技能 ,所以进入市场的多为社会底层人员 ,他们不像国有

部门工作人员那样面临失去特权的风险 。然而 ,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及

风险的降低 ,具备较高技能的人也开始在市场中寻找机会 。党的干部

们也开始学习如何利用市场来兑换他们手中的政治及社会资本(Wu ,

2006)。由于有了这些后期进入者的竞争 ,早期进入者“想得到更多”

但事实上却“失去更多” , 因此在一定情况下被边缘化了(Szelényi &

36

社会学研究 　2008.6



Kostello ,1996)。因此 ,个体向市场部门的就业流动在市场化过程中并

非是外生的 ,而是市场化的一部分 。正是这种潜在的社会过程 ,导致了

研究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看到了(不同阶段的)不同的社会分层结果 。

然而 ,并非所有的人都是理性的行动者 ,并有能力使自我利益最大化并

掌控自己的命运 。市场转型既为善于把握机遇的人们提供了条件 ,同

时也使另一部分人在改革逐步深入的过程中失去了工作 ,以致经济社

会地位下降。戈伯和豪特(Gerber &Hout ,1998)所观察到的转型情景与

倪志伟(Nee ,1989)的市场转型理论便相去甚远。苏联解体后 ,向资本

主义的彻底转型并没有增加人力资本及专业技术的回报 。自 1990 年

代中期 ,中国私有经济的大规模发展既从国有部门吸引了大批人才 ,同

时也使得一些国有企业不堪市场竞争之残酷而停业破产。许多工人无

奈下岗 ,被迫卷入市场自谋生路(Cai ,2002;Solinger ,2002)。①

因此 ,人们向市场部门的就业流动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机制 ,一是

由下岗失业导致的非自愿进入 ,一是自我选择的自愿进入。这样 ,市场

部门从业人员的内部异质性增强了 ,考察市场转型对社会分层的影响

也就更加复杂。与选择继续留在国有部门的人不同 ,早期进入市场的

人大多出身底层 ,没有机会在国有部门中谋得好职位 。最近进入市场

的人中 ,那些被动离开国有部门的人可能不具备较高的人力资本或政

治资本 ,削弱了其潜在的收入能力;而那些自愿进入的人则具备各种显

性或隐性的能力 ,而这些都能够带来潜在的收益。由于上述两种机制

所导致的市场进入者内部的差异性 ,已被不少从事定性研究的学者很

好地描述过了(例如 ,Solinger ,2002)。人们通过不同的方式进入市场部

门 ,对于市场化过程本身而言是内生的 ,研究市场转型过程中收入不平

等的变化必须考虑到这一点。但遗憾的是 ,以往的研究只是通过比较

具有高度异质性的社会群体来考察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对收入不平等

的影响 ,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人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流动过程

本身的变化性和复杂性。如果不弄清楚个体究竟如何被归类到不同的

社会群体或就业部门 ,依据汇总数据所估计的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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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1997底有下岗工人 12700000人;1998年为 8770000人;1999年

为 9370000人;2000年为 9110000人。以上数据仅包括那些仍然在寻找工作的人。 有过

下岗经历的人数会更多(谢桂华 , 2006)。如果将城市中的登记失业人数和没有工作的农
民工计算在内 , 2000年底的实际失业率将达到 8%-9%(有关失业率的其他估算 , 请参

见 Solinger , 2002)。



别就很可能是有偏差的 ,也就无法保证群体差别确实是由群体身份而

非其他因素所造成的这一结论的可靠性(Gerber , 2000;Wu &Xie ,

2003)。

三 、研究设计与方法:将社会过程带回分析框架

上述讨论说明 , “后期进入者”这一社会群体本身的内部异质性是

理解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社会分层结果(即收入不平等)的关键。在理论

上 , “后期进入者”由自愿进入者和非自愿进入者两部分组成 ,但在测量

上 ,却很难说到底是哪些人明确感觉到对自己的就业流动拥有自主权 。

为有效地实现这种区分 ,我们采用了如下两种方法:首先 ,后期非自愿

进入者的界定以是否具有下岗经历为标准 。从毛泽东时代起 ,中国在

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都向城市居民承诺充分就业 , 并通过单位制提供

各项社会服务 ,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冗员的问题 (Wu , 2002)。1990

年代以来 ,在新兴的市场部门的竞争压力下 ,国有企业经营江河日下

(Xie &Wu ,2005);为使其恢复活力和继续发展 ,政府不得不允许它们

以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逐渐精简和裁汰冗员 。“下岗”这一词汇最初只

适用于那些企业被关 、停 、并 、转的职工 ,后来才逐渐包含了那些工资被

大幅削减或长期拖欠的工人(Lee ,2000)。由于政府担心过高的失业率

会危及社会和政治稳定 ,这些下岗职工得以与原工作单位保留雇佣关

系 ,并有权利要求生活补助和社会保障。因此 , 1990年代具有“中国特

色”的“下岗” ,与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失业”显然有所不同(Lee ,

2000)。① 已有诸多研究表明 ,下岗职工大多教育水平低下 ,以中年人和

妇女为主 , 并且集中于特定的行业和地区(Solinger , 2002;谢桂华 ,

2006)。尽管一些下岗职工能够重新在国有部门找到一份新工作 ,但大

多数的人都进入了市场部门就业 ,因为原单位发放的生活补助金只能

够满足暂时的和最低的生活所需 ,而且国有部门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

从1990年代以来已在大幅缩减 。随着下岗波及面的逐步扩大 ,被迫进

入市场部门的人员也越来越多 。

利用是否具有下岗经历这一信息来区分后期自愿进入者与后期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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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进入者的方法 ,是假定那些没有经历过下岗的人是自愿进入市场

部门的。但是 ,这一两分法可能会存在测量误差的问题 。因此 ,为减少

第一种方法带来的误差 ,我们又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来测量人们对

自己的就业变动到底拥有多大的自主权 。这种方法假定 ,进入市场部

门的倾向性较低但却事实上进入了市场部门的人 ,比那些进入市场部

门的倾向性较高的人具有更多的就业自主权(这种倾向性由各种可以

观测到的个体特征所决定)。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 ,人们就业流动的

自愿性就被当作了一个连续变量而非两分变量来处理 。要研究人们从

国有部门向市场部门的就业流动这一历史过程究竟如何影响其当前的

收入 ,需要将上述两种方法结合使用。根据两分法 ,我们可以将虚拟变

量代入传统的回归模型来比较体制内人员 、早期进入者 、后期自愿进入

者 、后期非自愿进入者这四类人群(Wu &Xie ,2003)的收入差别 。然

而 ,由于就业者进入市场部门的途径对其在劳动力市场所获报酬具有

重要影响 , 我们在分析时就必须将市场部门从业人员的收入回报看作

是一个历史性的 、累积性的社会过程的结果。问题是 ,如果这一分析所

用的数据是来自于横截面调查 ,那么仅仅对这四类人群进行简单的比

较(即使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对于探究后社会主义国家中市场转型

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因果关系显然并不太适合(Xie &Wu ,2005)。

既然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能够将个体从国有部门向市场部门的就业

流动当作一个连续变量来处理 ,我们就可以在一个反事实的分析框架

(Counterfactual Framework)下用它来估计后期进入市场部门对就业者收

入的影响到底如何。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先以个体发生某个事件的倾向

性或可能性为标准总结实验组(后期进入者)和控制组(体制内人员)两

个群体之间在各个层次上的全部差异 ,然后根据倾向得分在每一个层

次上对两组人进行匹配。对每一个层次而言 ,发生某个事件对受访者

收入的平均影响值就是由在这个层次上两组人之间的收入差别来估计

(Dehejia &Wahba ,1999)。为保证这种估计是无偏的 ,必须假定所观察

到的一系列个体特征是完备的 ,也就是说 ,没有其他任何重要的协变量

存在从而影响到个体发生某个事件的倾向性或可能性 ,这就是可忽略

性假设(Ignorability Assumption)(Rosenbaum &Rubin ,1984)。

由于从国有部门向市场部门的就业流动存在多种途径(早期进入 ,

后期自愿进入 ,后期非自愿进入),为考察个体的流动倾向到底是否会

增加其收入水平 ,我们需要使用一个允许多种影响效应存在的多层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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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模型(HLM)(Raudenbush &Bryk , 2002)。具体而言 ,本文建立了一个

两层的分析模型 ,方程如下:

第1层:EARNINGSij =β0j +β1jTREATEDij +εij (1)

第2层:β1j =γ11STRATUM-RANK j +ν1j (2a)

　　　β0j =γ01STRATUM -RANKj +ν0j (2b)

在方程(1)中 ,EARNINGS代表的是第 i个受访者在第 j个倾向得

分层次上 2001年的月收入;TREATED是一个虚拟变量 ,表示第 i 个受

访者在第 j个倾向得分层次上是否在市场部门工作;系数 β表示的是

在第 j个倾向得分层次上实验组和控制组两者之间的平均收入差别 ,

也就是在该层次上某个事件的发生对个体所产生的影响。在第 2层模

型中 ,方程(2a)允许 β随倾向得分层次的不同而变化 ,而某个倾向得分

层次的排列位次即是相应的 β的预测值。方程(2b)进一步允许第 1层

模型方程(1)中的 β也随倾向得分层次的不同而变化。εij 、ν0j 、ν1j分别是

个体层次和倾向得分层次上的误差项。

四 、数据及变量

(一)数据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为 2000年在中国 5省(吉林 、陕西 、河南 、湖南 、

广东)10市及 1个直辖市(天津)所做的“中国城市的改革开放与社会

变迁”调查 。这些省份代表了中国三个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地理区

域。每个省份的省会城市及直辖市(如天津)被挑选出来作为大城市的

样本 ,中等城市从除陕西以外的四个省份中随机抽取。最终选中的 10

个城市分别是:长春 、长沙 、广州 、吉林 、开封 、天津 、西安 、湘潭 、郑州和

中山。在每一个城市 ,采用多阶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选取 18至 65 岁的

被访对象 ,最终得到 4307份样本 ,其中 2631人在2000年从事有报酬的

工作。① 该调查资料中含有被访对象 1985 、1993及 2000年的详细就业

信息 ,如职业类型 、工作单位及收入状况等。

40

社会学研究 　2008.6

① 笔者根据 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样本数据计算得出 ,城市地区 18-65岁居民(包括男性和
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比例为 72%。显然 ,那些在 2000年没有从事有报酬工作的人群

中可能包括了下岗且没有实现再就业的人员。



该调查反映了 1993至 2000年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转型过程。选择

1993年为起点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 。其一 , 1989年后 ,为推动市场

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邓小平于 1992年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 ,这在中

国的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而选择其后的 1993年作为

起点 ,是考虑到这种政策转变已开始对人们的就业流动产生影响 。其

二 ,如果让受访者回忆比 1993年更早的信息 ,带来的测量误差可能较

大。其三 ,将职业流动经历限定在 1993-2000年这个相对较短的时期

内还可以避免过多的样本损耗 。

本研究根据受访者在 1993和2000年两个年份的就业信息将中国

城市居民划分为三个类型:1.1993年与 2000年都在国有部门工作的

体制内人员;2.1993年与 2000年都在市场部门工作的早期进入者;3.

1993年在国有部门 、2000年在市场部门的后期进入者 。排除了1993年

或2000年都不工作者后 ,最终进入统计分析的样本为 1699人。①

(二)变量

将市场部门同国有体制内部门区分开来是本研究将就业者进行分

类的关键。区分标准可以有两个:被访者的工作单位与职业类型 。就

工作单位而言 ,本研究将“私有企业” 、“三资企业” 、“个体经营”及其他

自雇经营视为市场部门 ,将“国家和政府机关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

“集体企业”视为体制内部门 。就职业类型而言 ,本研究将“个体户” 、

“私营企业主”和其他自雇经营者视为市场部门从业人员。满足上述两

项标准中的任何一项 ,即被视为在市场部门就业 ,否则就是在体制内工

作。②这一界定与吴和谢(Wu &Xie ,2003)的广义划分方法一致。如表

1的最后一行所示 ,在进入统计分析的 1699人中 ,早期进入者有 194

名 ,后期进入者有 158名 ,其他都是体制内人员。后期进入者和早期进

入者同属市场部门从业者 ,占了 2000年调查时全部受访对象的 21%。

受访者在调查中被询问是否有过下岗经历以及最近一次下岗经历是在

什么时候 ,根据这一信息 ,后期进入者又被区分为自愿进入者和非自愿

进入者两种类型 ,如表 1所示 ,各有 79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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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两个标准具有一定的重叠性:二者都可作为界定自雇人员与雇主的标准。然而 , 第一

个标准还包括了受雇者。

尽管就业分配在 1993年就已经不复存在 ,但本文的分析还是限于那些在 1993年就已经

工作的人。1993年以后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一代人 ,并不在本文的分析范围内。



我们考察的社会分层结果的主要指标为个人收入 。调查搜集了受

访者在 1993 年和 2000年的个人月收入情况 ,以元(人民币)为单位

(2000年时 ,1元人民币约等于 0.12美元)。在个人收入的决定模型

中 ,预测变量一般包括受教育水平 、党员身份 、年龄和性别等。受教育

水平意味着人力资本的高低 ,以年为单位 ,是一个连续变量 。党员身份

测量的是政治资本 ,为虚拟变量(党员为 1 ,非党员为 0)。性别也是一

个虚拟变量(男性为 1 ,女性为 0),年龄为连续变量 。由于地区之间在

经济发展水平和改革开放进程等方面的不同也会影响到个体进入市场

部门的机会以及随之产生的收入不平等 ,我们也将五省一市转换为 5

个虚拟变量后加入到模型中。

表1是对全部样本的描述性分析 ,并对 3类从业人员进行了比较 。

2000年 ,早期进入者和后期进入者的平均月工资分别为 1593元和1425

元 ,而体制内人员的平均月工资仅为 944元。1993年时 ,这 3类从业人

员的工资水平则依次为 1295元 、448元和 526元。由此可见 ,1993年在

国有部门而 2000年已转入市场部门工作的人 ,实现了收入的大幅增

长。体制内人员的受教育水平最高 ,而早期进入者最低;1993年时 ,体

制内人员中有 22%的人是中共党员 ,早期进入者中这一比例仅为

5.7%,但后期进入者中党员已占到了 10.8 %。这一调查结果与其他报

告相一致:随着改革的深入 ,虽然专业技术人员和政治精英仍大量滞留

于体制内(Walder et al.,2000),但市场部门已开始对他们越来越具有吸

引力(Wu , 2006)。在 2000年接受调查的受访者中 ,有 10%的人在 1993

至2000年间经历过下岗。由于下岗是 1990年代中期以后才大范围发

生的 ,下岗人员也就高度集中在后期进入市场部门的这部分人群中 。

事实上 ,50%的后期进入者都是最初在国有部门工作而后经历下岗被

迫进入市场部门的 ,相比之下 ,仅有少量的下岗职工在国有部门重新找

到工作 ,在所有的体制内人员中 ,这部分人所占的比例只有 3.7%。

以下的统计分析包括两个部分 。首先 ,我将使用多元逻辑斯蒂克

回归分析个体进入市场部门的决定因素 ,并用线性回归方法将这一进

入模型与不同类型从业人员之间的收入不平等联系起来。其次 ,我将

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来研究后期进入市场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因果效

应。在所有的统计分析模型中 ,样本都经过加权处理以保证对所选中

城市居民总体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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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中国城市不同类型从业人员的描述性统计资料(未加权 , 2000年)

变　　量 总　体
体制内

人　员

早　期

进入者

后　期

进入者

2000年时的月收入 1066.1　 　943.8 1592.8　 1425.3　 1808.9　 1041.6　

(元) (1475.5) (1028.9) (2555.0) (2380.4) (2960.4) (1530.8)

1993年时的月收入 613.9 526.0 1294.5 447.5 516.7 378.3

(元) (2000.6) (709.9) (5500.8) (558.5) (483.6) (619.9)

2000年时的月收入 6.643 6.595 6.888 6.721 6.992 6.521

(取对数) (.733) (.666) (.918) (.933) (.988) (.833)

1993年时的月收入 5.966 5.915 6.476 5.722 5.882 5.563

(取对数) (.837) (.785) (.892) (.858) (.937) (.743)

受教育水平 11.48 11.77 9.995 10.76 10.92 10.91

(年) (3.395) (3.368) (3.361) (3.146) (3.572) (2.690)

1993年时是否党员 .191 .220 .057 .108 .139 .076

(是=1)

男性 .558 .556 .593 .519 .620 .418

年龄 41.51 42.30 38.5 38.92 39.23 38.61

(9.232) (9.341) (8.928) (8.523) (10.25) (6.402)

1993年后下岗经历 .100 .037 - .500 - -

(有=1)

省份

　广东 .182 .165 .289 .177 .291 .063

　湖南 .178 .194 .088 .152 .051 .253

　河南 .143 .140 .134 .177 .165 .190

　天津 .147 .155 .113 .127 .152 .101

　吉林 .177 .178 .180 .184 .203 .165

　陕西 .173 .167 .196 .184 .139 .228

样本数 1669 1303 194 158 79 79

　　注:a其中有 14名受访者 1993年在市场部门 ,但 2000年却退回到国有部门(市场失败

者)。

b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差。

五 、市场进入途径与收入决定模型

表2是对从业者以何种途径从国有部门转入市场部门进行多元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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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斯蒂克回归分析的结果 。受访者的受教育水平 、1993年时的党员身

份 、年龄 、年龄的平方 、性别以及省份作为自变量均进入模型。第一步

将从业人员划分为体制内人员 、早期进入者和后期进入者 3个类型来

对模型进行估计;第二步则进一步将从业人员划分为体制内人员 、早期

进入者 、后期自愿进入者和后期非自愿进入者 4个类型来对模型进行估

计 ,两步都以体制内人员为参照组。本文重点讨论受教育水平和 1993年

时的党员身份对市场进入途径的影响 ,而暂将其他自变量搁置。

　表 2　中国城市就业者进入市场部门的多元逻辑斯蒂克回归模型(2000 年)

变　量

早期进入者

相对于体制

内　人　员

后期进入者

相对于体制

内　人　员

后期自愿进

入者相对于

体制内人员

后期非自愿

进入者相对

于体制内人员

受教育水平(年) -.187＊＊＊ -.116＊＊＊ -.117＊ -.109＊＊

(.034) (.031) (.046) (.037)

1993年是否党员 -1.071＊＊＊ -.220 .272 -.882＊

(是=1) (.344) (.310) (.411) (.444)

年龄 -.218＊＊ -.068 -.355＊＊＊ .554＊＊

(.077) (.080) (.082) (.199)

年龄2 .002 .001 .003＊＊＊ -.008＊＊

(.001) (.001) (.001) (.003)

男性 .309 -.144 .207 -.466

(.193) (.196) (.289) (.264)

省份(广东作为参照组)

　湖南 -.906＊ .422 -.569 1.062 

(.365) (.396) (.646) (.557)

　河南 -.206 .988＊ .726 1.269

(.337) (.396) (.520) (.574)

　天津 -.497 .370 .482 .220

(.335) (.404) (.506) (.624)

　吉林 -.122 .651 .676 .655

(.305) (.379) (.469) (.581)

　陕西 .068 .724 .344 1.035 

(.294) (.381) (.503) (.562)

常数项 6.091 1.333 6.330＊＊＊ -11.48＊＊

(1.652) (1.730) (2.089) (3.766)

Pseudo R2 .079 .09

Wald χ2 109.2 153.4

Degree of freedom 20 30

　　注:数据经过加权处理。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误。

＊＊＊p<0.001 , ＊＊p<0.01 , ＊ p<0.05,  p<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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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模型所显示的那样(参见表 2),受教育水平和党员身份都与

进入市场部门工作成负相关 ,这是因为具备较高人力和政治资本的人

本来就在国有部门拥有较多的就业机会 。然而 ,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开

始改变这一状况 ,这从早期进入者和后期进入者之间的回归系数差别

上可以表现出来:在 1993年以前 ,受教育水平每增加一年会使人们进

入市场部门的比率(odds)降低 17.1%(e
-0.187

-1 ,p <0.001),但 1993年

以后这一数字降到了 10%(e
-0.110

-1 ,p <0.001)。类似地 ,控制了其他

变量之后 , 党员在早期进入市场部门的比率为 34.3%(e
-1.071

, p <

0.001),但在后期则上升到80.3%,而且党员与非党员在进入市场比率

方面的差别在统计上变得不显著了 。对 2个方程中受教育水平和党员

身份 2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差别的沃德检验(Wald Test)结果具有统计显

著性(χ
2
[ 2] =6.9 , p<0.05),这表明 ,早期进入者和后期进入者不仅同

作为市场从业人员与体制内从业人员存在差别 ,而且相互之间在人力

资本和政治资本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别 。

前文已指出 ,后期进入者可能存在内部异质性 ,因为存在着两种不

同的选择机制。为论证这一观点 ,我们根据受访者 1993年以来是否有

下岗经历这一标准将后期进入者划分为自愿进入者和非自愿进入者两

个亚群 ,从而得到体制内人员 、早期进入者 、后期自愿进入者 、后期非自

愿进入者 4个类型 ,进一步作多元逻辑斯蒂克回归分析 ,结果参见表 2

中的右两列。尽管受教育水平对自愿和非自愿进入市场都仍然具有负

作用(χ
2
[ 1] =0.2 ,p=0.89),但党员身份却不然。诚然 ,党员与非党员

相比成为后期非自愿进入者的可能性要低(p <0.05),但就他们自身而

言 ,却更有可能成为后期自愿进入者而非继续留在国有部门工作(尽管

在统计上并不显著)。Wald检验也表明(参见表 2),党员身份变量在 2

个方程中的回归系数差别 ,具有统计显著性(χ
2
[ 1] =3.87 , p<0.05)。

总之 ,多元逻辑斯蒂克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早期进入者 、后期进入

者(包括自愿进入者和非自愿进入者)和体制内人员之间在特定方面确

实都存在差别。换言之 ,劳动力就业流动的模式 ,取决于他们何时以及

如何从国有部门进入到市场部门 ,而这种市场进入途径的差别又对社

会分层结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下文将会对不同类型从业人员之间的

收入差别和他们的收入决定因素展开进一步分析 。

这一分析使用的是普通最小二乘法线性回归模型 ,因变量是受访

者的月收入(取对数),自变量包括从业类型 、1993年时的月收入(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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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龄 、年龄的平方 、性别和省份 。我们关注的是在控制了其他变量

的影响之后不同类型从业人员之间的平均收入差别。结果见表 3。

　表 3　 中国城市不同类型就业人员收入水平的

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1993-2000 年)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就业类型(体制内人员为参照组)

　早期进入者 .085(.060) .088(.060)

　后期进入者 .222＊＊(.077) -　　

　后期自愿进入者 -　　 .378＊＊(.120)

　后期非自愿进入者(下岗) -　　 .077(.089)

1993年时的月收入(取对数) .448＊＊＊(.033) .444＊＊＊(.033)

受教育水平(年) .042＊＊＊(.005) .042＊＊＊(.005)

1993年时是否党员(是=1) .103＊＊(.038) .098＊(.039)

年龄 -.012(.014) -.008(.014)

年龄2 ＊10 .001(.001) .001(.002)

男性 .130＊＊(.032) .127＊＊＊(.032)

省份(广东为参照组)

　湖南 -.184＊＊＊(.060) -.177＊＊(.061)

　河南 -.332＊＊＊(.062) -.331＊＊＊(.062)

　天津 -.320＊＊＊(.060) -.325＊＊＊(.059)

　吉林 -.260＊＊＊(.059) -.263＊＊＊(.059)

　陕西 -.338＊＊＊(.057) -.337＊＊＊(.057)

常数项 3.892＊＊＊(.400) 3.827＊＊＊(.401)

R2 .416 .420

　　注:数据经过加权处理。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误。

＊＊＊p<0.001 , ＊＊p<0.01 , ＊ p<0.05。

在表 3的模型 1中 ,从业人员类型被划分为 3 类:体制内人员 ,早

期进入者和后期进入者 ,以 2个虚拟变量的形式进入模型。既然受访

者1993年时的月收入(取对数)在模型中被控制了 ,那么其他自变量在

方程中的回归系数就是其对因变量(受访者 2000年时的月收入[ 取对

数])的净效应。与一些研究者(Bian &Logan , 1996;Zhou ,2000b ;Hauser

&Xie ,2005)的发现相同 ,受教育水平和党员身份对个人收入具有正向

的显著效应 。此外 ,男性比女性的收入水平要高(p<0.01),但年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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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模型 1 的结果还有一点与吴和谢(Wu &Xie ,

2003)的发现相一致 ,即与体制内人员相比 ,只有那些 1993年以后转入

市场部门工作的人在收入方面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优势 ,高出大约

24.9%(=e
0.222

-1)(p<0.01)。这就支持了吴和谢(Wu &Xie , 2003)

的论点 ,即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占优势的人是在改革的后期阶段才自

愿进入市场部门的 ,并且他们在市场部门也确实获得了更多的经济优

势(也可参见Szelényi &Kostello ,1996;Xie &Wu ,2005)。但并非所有的

后期进入者都是自我选择的。表 3中的模型 2是先将后期进入者划分

为自愿进入者和非自愿进入者两个类型后再与体制内人员 、早期进入

者一起进入模型 。这一处理使结果变得更为清晰:无论是早期进入者

还是后期非自愿进入者在收入方面都与体制内人员不存在统计上的显

著性差异 ,收入优势只在后期自愿进入者身上才体现出来。

本文的核心内容是要检验在微观层面上个体向市场部门的就业流

动途径对宏观层面的收入不平等所带来的影响。这一研究旨趣是基于

对两种机制造成了后期进入者具有内部异质性这一事实的观察:一部

分后期进入者是自我选择地自愿进入 ,另一部分则是由于下岗等其他

原因而被动进入 。正是由于这一点 ,前面的分析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

限性 ,主要有两点:第一 ,仅凭有无下岗经历这一点就将后期进入者划

分为自愿进入者和非自愿进入者两个群体 ,可能并没有涵盖后期进入

者内部的全部异质性 ,因为 ,除下岗之外的其他原因所导致的非自愿进

入在这一编码过程中被当作了自愿进入 。第二 ,尽管不同类型从业人

员之间的收入差别确实与选择机制有关 ,但选择机制这一内生性的社

会过程却并没有在模型中被直接反映出来 ,因而市场进入途径与收入

不平等之间的因果效应还有待确认 。

六 、进入市场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效应:倾向得分匹配方法

本文在一个因果关系分析框架下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来考察就

业流动类型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效应。在这一分析框架下 ,后期进入市

场部门可以被视为发生某个事件 ,因此后期进入者就是“实验组” ,而相

应的“控制组”就是那些呆在体制内的人。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的原理

是 ,首先将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差别用倾向得分总结归纳出来(倾向

47

论 文 1993-2000年中国城市的自愿与非自愿就业流动与收入不平等



得分由二元逻辑斯蒂克回归模型估计得到),然后将倾向得分划分成若

干层次以与观察到的各种协变量相对应 ,最后计算得出在每一个层次

上后期进入市场部门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值 。许多文献已经表明 ,倾向

得分匹配方法在利用可观察到的资料来推论因果关系方面能够在很大

程度上消除估计偏差(如 Becker &Ichino , 2002;Dehejia &Wahba ,1999;

Winship &Morgan ,1999),便于检验观察到的协变量和差异性是否为真 ,

并使(非参数化的)群体比较更为灵活(于此参见 Brand &Halaby ,2005;

Harding ,2003;Morgan ,2001;Smith ,1997;Xie &Wu ,2005)。

在因果关系分析框架下 , 关键是要明确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到底

存在哪些差异。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中 ,这一信息已经体现在倾向得

分上了。我们用一系列自变量来估计个体 1993 年后离开国有部门而

进入市场部门的倾向性 ,如 1993年时的月收入(取对数)、受教育水平 、

1993年时的党员身份 、年龄 、年龄的平方 、性别 、有无下岗经历 、工作满

意度和省份等。这需要假定个体在向市场部门流动的倾向性方面的差

异 ,能够被观察到的一系列个体特征上的差异所全部总结归纳。之后 ,

按照倾向得分将受访者划分为 8个层次 ,以与观察到的组间协变性相

对应(p<0.001)(Becker &Ichino ,2002),每一个层次上实验组和控制组

各自的样本数也在图 1中被标明了 。① 图 1形象地展示了后期进入者

与其他类型从业人员相比在一系列可观察到的个体特征上是如此的不

同。在那些没有从国有部门转入市场部门的人中 ,绝大部分的倾向得

分都很低(0.098以下);相反 ,转入市场部门工作的人其倾向得分相当

高。显然 ,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差异在倾向得分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

这表明两组人群确实是具有可比性的。值得一提的是 ,群体间是否具

备可比性的问题在传统的回归模型中往往不甚明了。

为了弄清楚向市场部门的就业流动究竟是否使个人收入有所增

加 ,我们分三步来进行探讨。第一步是估计在倾向得分的每一个层次

上进入市场部门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效应。由于实验组(在某个特定的

时间点进入市场部门)和控制组(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留在国有部

门)之间并不存在系统性的差异 ,两组人群在倾向得分的每一个层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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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TATA软件中的 pscore命令被用于生成分层匹配(Becker &Ichino , 2002)。X轴上的值表

示 8个倾向得分层次的下限。控制组中有 336人的倾向得分低于实验组倾向得分的最

小值 ,无法进行匹配 ,故舍去。



图 1　后期进入者(实验组)和体制内人员(控制组)的倾向得分直方图

　

的平均收入差别 ,就可以被理解为在该层次上进入市场部门对个人收

入的因果效应。第二步是将第一步的结果进行合并 ,即取每一个层次

上进入市场部门对个人收入的因果效应的加权平均值 ,当然这样处理

的前提是假设这种因果效应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①第三步则是假设

这种因果效应因人而异 , 并用多层线性模型(HLM)(Raudenbush &

Bryk ,2002)来对它进行估计。

后期进入市场对个人收入的因果效应如图2所示。图中的菱形点

即为在每个倾向得分层次上对这一因果效应的点估计 ,旁边的数字是

假设因果效应为零的统计检验 t 值(影响效应估计值即为方程[ 1]中的

β1j)。结果表明 ,在倾向得分最低的 3个层次上 ,后期进入市场部门对

个人收入的因果效应不仅相当大且具备统计显著性。假设这种因果效

应对各个层次而言具有同质性 ,则将它们合并后的总体估计值为 685

元 ,标准误为 195元 , t 值达 3.5 ,统计显著性相当高 。然而 ,正如图 2

中左高右低的拟合线所显示的那样 ,因果效应具有同质性的假设看来

并不成立 。HLM 模型的分析结果也表明 ,因果效应的大小视倾向得分

的大小而定 ,二者之间呈现出较强的负相关关系 ,倾向得分层次每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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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 STATA软件中 ,用 atts命令来对倾向得分进行分层 , 并进而估计这种影响效应的平均

值(Becker &Ichino , 2002)。



一级 ,因果效应就会降低 97.1元(t =3.52)。也就是说 ,进入市场部门

倾向性最低的人 ,从后期进入市场部门这一行为中的获益却最大 ,后期

进入市场部门对个人收入的因果效应随倾向性的升高而降低。

注:a.菱形点旁边的数字是后期进入者(实验组)和体制内人员(控制组)之间收入差别的统

计检验 t值。 t 值若小于 1.96就表明收入差别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b.图中的直线是根据多层线性模型(HLM)的估计值拟合得到的 ,即用第一层模型方程中

的斜率作因变量 ,用倾向得分层次的排序作自变量 ,再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回归系数具

有统计显著性(std=28.2, t =-3.45 , p=0.017)。

图 2　每个倾向得分层次上进入市场对个人收入的因果效应:

后期进入者相对于体制内人员比较

　

七 、总结和讨论

本研究发现 ,中国城市就业者进入市场部门的途径和模式自 1993

年以来发生了一个相当大的变化。虽然进入市场者在改革早期大多来

自于社会底层———这表现为人力和政治资本与进入市场的可能性之间

存在负相关 ,但在改革后期这一现象却不再明显。教育无论在改革早

期还是在改革后期都对个体进入市场部门具有阻碍作用 ,但是这种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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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性正在变小。此外 ,党员身份对个体进入市场部门可能性的影响并

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这些结果表明 ,吴和谢(Wu &Xie , 2003)关于

进入市场的模式和途径在时间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机制的观点

只是部分正确。因为 ,至少就教育所扮演的角色而言 ,选择机制在整个

改革过程中都是一致的: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 ,进入市场部门的可能性

越小(参见Wu ,2006)。

本文的观点是 ,后期进入市场部门存在两种不同的途径和模式 ,其

中教育和党员身份所起的作用都是反向的 。一种模式是 ,随着市场改

革的深入 ,原国有部门中缺乏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的职工被迫下岗而

进入市场部门求生存 。另一种模式是 ,日益发展的市场经济从国有部

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才 ,他们有能力将自己的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

转化为更大的经济优势。我们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区分出了这两个

社会群体 ,并且估计了进入市场对他们个人收入的因果效应。进入市

场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效应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 ,与已有研究发现

相一致(如Wu &Xie ,2003;Xie &Wu ,2005),早期进入市场部门并没有

带来显著收益 ,但是后期进入市场部门却使个人收入大幅增加;而且 ,

同为后期进入者 ,进入的倾向性越高 ,市场获益却越低。因此 ,倾向得

分方法的关键发现是 ,真正能从市场中获益的人群仅限于那些具有较

低进入倾向但却在后期最终进入了市场的人 。我们用个体进入市场部

门的倾向性来间接表示他们进入市场部门的主动性有多强 。那些具有

较低进入倾向的后期进入者 ,本来在国有部门就已经干得很好 ,但最终

还是选择了进入市场部门。本文称这部分人为后期自愿进入者 ,与那

些由于下岗而被推进市场的后期非自愿进入者相对应 。正如图 3 所

示 ,在倾向得分较低的 3个层次上 ,绝大多数受访者都没有经历过下

岗;但在倾向得分较高的 3个层次上 ,所有的受访者都无一例外地有过

下岗经历 。如果一个人在国有部门中干得很好 ,那么他就不大会失去

工作 ,因此也就不太可能进入市场部门 。对这些人来说 ,进入市场部门

的条件就是他们原来在国有部门所享受的待遇必须得到相应甚或更高

的补偿。正是这个人群的存在 ,使得整个市场部门从业人员的平均收

入水平变高了。

因此 ,即使吴和谢(Wu &Xie ,2003)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还存在一

定的瑕疵 ,但他们关于市场进入的途径和模式在不同的时间点存在不

同的选择机制这一基本论点还是正确的 ,而本研究的发现则对此作了

51

论 文 1993-2000年中国城市的自愿与非自愿就业流动与收入不平等



图 3　后期进入者在每个倾向得分层次上的构成(自愿进入 下岗)

　

进一步证实:市场部门从业人员比国有部门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高 ,关

键就是这种选择机制在发挥作用。如果没有厘清个体究竟以何种过程

或机制被归入特定的社会群体 ,仅通过比较组间均值差异的方法来探

讨特定群体身份所带来的因果效应就可能具有误导性 。

图4阐释了使用不太合适的汇总数据是如何导致错误结论产生

的。比较市场部门和国有部门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显示 ,前者的教育

回报要显著地高于后者 ,这通常被归因于是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如

Bian &Logan ,1996;Nee ,1989;Zhou ,2000b)。吴和谢(Wu &Xie ,2003)质

疑了这一因果解释。根据受访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流动情况而把

市场部门从业者进一步划分为两个群体后 ,他们发现市场优势仅存在

于后期进入者身上。本研究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一步对后期进入

者分类 , 并阐明较高的市场收入和教育回报仅局限于特定的后期进入

者 ,即那些本来可以呆在国有部门但却选择自愿进入市场部门的人。

为什么后期进入者中有一部分人在市场中表现得那么好? 这中间

有一个典型的内生性问题 ,而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将它揭示了

出来 ,即个体在选择是否进入市场部门时往往根据他们对未来的预期

做决定 , 而不同的人是有着不同预期的。这就说明有一个强烈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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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机制在起作用:当个体进入市场的倾向性较低但却在改革后期最

终选择进入市场时 ,他从这种就业转型中获得的利益也就较大。换言

之 ,这里讲述的是个体进入市场部门的驱动力的问题 ,而本文对于理解

这一微观的社会过程及其经济后果具有一定的贡献。

注:a.回归方程以 2000年月收入(取对数)为因变量(Y),受教育年数 、年龄 、年龄的平方 、性

别 、1993年时的党员身份 、1993年时的月收入(取对数)、从业类型为自变量。不同类型从

业人员的收入均值(以人民币元为单位)根据一个叠加模型作了调整;对教育回报进行估

计的模型中包含了从业类型和受教育年数之间的交互项。

b.图中被突出的三组人群(用粗线框表示)与国有部门从业人员(即体制内人员)相比在

个人收入和教育回报方面享有显著的优势(p<0.05)。

图 4　国有部门和市场部门从业者的个人平均月收入和教育回报:

在不同分解层次上的比较

　

要深入地理解这种个体选择机制和社会分类过程 ,就必须将它与

劳动力市场近年来所发生的变化结合起来。从 1990年代起 ,由于中国

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 ,公司等赢利性机构所提供的工作

岗位越来越多 ,市场对人才的吸引力越来越强 ,这既使得市场部门从业

人员的收入水平在增加 ,也导致其内部构成日趋复杂 。中国劳动力市

场的这一转型特征并非特例。对前社会主义国家波兰的研究也发现:

私有部门的工资收益优势在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就业者身上尤为明显 ,

进入私有部门从而获得更高收入的这种选择效应对男性和女性都成立

(Adamchik &Bedi ,2000)。

如何解释进入市场所带来的这种明显的收入回报? 我们相信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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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的个体才能差异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就是说 ,我们观察到

的那些市场进入倾向较低但却确实进入了市场的人 ,无论在哪一个部

门工作都会获得高收入。这些人进入市场所获得的回报 ,其实只是反

映了他们在国有部门工作时所期望的收入水平 ,而正是由于市场愿意

为此买单 ,他们才最终选择从国有部门进入市场部门。

八 、结　论

在现代社会分层文献与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分层研究之间 ,存在

着一个认识上的断层 。学者们经常从对不平等结构的观察描述直接跳

跃到社会分层机制的理论分析 , 而不管是否真正厘清了产生分层结果

的潜在社会过程 。正是基于这一点 ,布莱洛克(Blalock ,1991)建议研究

者们应该将理论的重心放在被他称之为“归类”过程的分析上 ,即关注

社会个体如何通过一系列微观决定与选择将自己归入某一社会群体 。

“倘若没有更多的微观层面的分析 ,这些宏观层面的理论就会依赖许多

未经验证的假设 ,而忽视如此巨大的数据缺口 ,将会导致学术及意识形

态上的偏差 ,引发毫无意义的理论纷争 ,阻碍知识的积累和系统化”

(Blalock ,1991:27)。

本文正是从一个微观视角出发来重新审视中国向市场经济的体制

转型与收入不平等变化之间的关系 。在理解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收入

不平等的产生机制时 ,我们特别强调了从业者进入新兴劳动力市场的

归类过程的不同 。借助倾向得分匹配方法 ,本文检视了劳动者进入市

场对个人收入的影响效应 ,发现早期进入市场对个人收入没有影响效

应 ,后期进入市场则不仅对个人收入具有影响效应 ,而且这种效应还与

人们的市场进入倾向呈负相关。那些本来就在国有部门干得很好的

人 ,进入市场的倾向性较低 ,然而一旦他们选择进入就会从中获益。

本文突出了个体的自我选择机制在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的收入不平

等结构中所起的作用 。个体的自我选择机制是对宏观层面制度转型的

一种回应 ,并且与劳动力市场中就业机会结构的变化相互作用。将来

的数据搜集和研究工作应该进一步揭示这种相互作用的具体形式 ,并

应当特别注意后期自愿进入者的职业流动轨迹。对于那些仅从群体比

较就作出因果关系推论的做法 ,本文提醒他们要特别留意个体被归入

54

社会学研究 　2008.6



某一社会群体的不同途径 ,以及由此产生的群体内部异质性。虽然本

文的分析只是关注不同就业部门之间的收入差别 ,但这一方法论上的

建议对于研究党员和非党员之间的收入差别(如 Gerber ,2000)、干部和

非干部之间的收入差别(Nee ,1996;Walder ,2002),以及不同单位类型之

间的收入差别(Zhou ,2000b)都同样适合。我们拒绝将后社会主义国家

的收入不平等简单地归因于再分配体制或市场经济 ,我们希望后续研

究进一步探讨宏观制度转型背景下个体社会流动的微观机制及其对不

平等结构的变迁所造成的影响(Blau ,1977;Hannan ,1991)。甄别这些机

制无疑是具有挑战性的 ,但对于构建一套有关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过

程中社会分层机制变迁的中层理论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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